
外资流入与居民健康异质性

陈　 东　 　 苏雯锦

摘要：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涵盖 １４９ 个国家 （地区）、 ８０ 多万受访者的盖

乐普世界民意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影

响、 作用机制与受益群体异质性。 研究结果表明： ＦＤＩ 对东道国居民健康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 但是会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逐渐减弱， 即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ＦＤＩ流入可以有效提高东道国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直接改

善居民健康状况， 也可以通过引致东道国居民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扩大间接影响居

民健康水平； 与预期不同， 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 居民异质性检验结果显

示， 低收入者、 低教育群体和女性等弱势群体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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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在加速东道国资本

积累、 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等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 相比之下， 关于 ＦＤＩ对东道国

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不仅凤毛麟角， 而且为数不多的文献亦未能达成共识。 值得一

提的是， 随着近年来 “逆全球化” 浪潮的兴起， 国际资本流动受到了诸多限制，
此举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 是否也会付出健康代价，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实

话题。
已有围绕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且结论在经济

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 （地区） 更是迥然不同。 在聚焦发达国家的研究中， 学者们

发现 ＦＤＩ的健康效应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均显著为负， 即 ＦＤＩ导致居民健康水平

下降 （Ｈｅｒｚ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２０１３） ［１］； 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２］也发现 ＦＤＩ导致东道国婴儿死亡率提高， 但是 Ａｌａｍ 等 （２０１６） ［３］和 Ｂｕｒ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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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２０１７） ［４］持有异议， 认为 ＦＤＩ能够提高居民预期寿命和降低婴儿死亡率， 对居民

健康具有积极影响。 Ｎａｇｅｌ 等 （２０１５） ［５］的研究同时涵盖经济发展程度各异的 １７９ 个

国家 （地区）， 发现 ＦＤＩ的健康效应与人均 ＧＤＰ 息息相关， 在人均 ＧＤＰ 较低时对健

康产生正向影响， 反之则具有负向影响， 且人均 ＧＤＰ 越高， 负效应越大。
学者们发现， ＦＤＩ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既存在直接渠道， 也可能存在间接渠道。

在直接渠道方面， ＦＤＩ可以通过直接流入东道国卫生部门， 改善其医疗服务有效供

给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４） ［６］； 也可以通过整合全球医疗服务的供需， 加强医院间的合作，
提高患者获得的医疗水平 （Ｏｕｔｒｅｖｉｌｌｅ， ２００７） ［７］。 在间接渠道方面， 居民收入、 收

入差距和环境污染均有可能引发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影响。 首先， 因 ＦＤＩ增加

的居民收入可能会引致健康食品、 清洁水和医疗服务等的私人和公共支出 （Ｎａｇ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有助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其次， 大多数学者认为 ＦＤＩ 加剧了东道国居

民的收入差距 （Ｈｅｒｚ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８］； 郑新业等， ２０１８［９］ ）， 有可能损害居民健康

（Ｐａｕｌ， ２０２１） ［１０］； 最后， 少数学者注意到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发现 ＦＤＩ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后会加剧工业污染， 提高婴儿死亡率。

纵观已有研究， 有关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影响的文献数量较少， 且大多采用

国家 （地区） 层面数据， 尚无文献将居民个体层面数据纳入其中。 虽然厘清 ＦＤＩ
影响居民健康的作用机制尤为关键， 但是现有文献既无系统研究， 也无统一结论，
东道国哪类居民群体的健康效应更大， 更是无从找寻答案。 这些缺憾与不足也成为

本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 其一， 与

现有文献仅使用国家 （地区） 层面数据、 未涉及微观层面数据不同， 本文基础数

据来源于包含 １４９个国家 （地区）、 ８０多万受访者的盖乐普世界民意调查 （ＧＷＰ）
数据库。 该数据库不仅可以提供较为精确的个体健康指标， 还可以提供受访者的教

育水平、 收入等个体数据， 能够更好地反映居民健康的异质性； 其二， 尽管越来越

多的学者认识到居民收入在 ＦＤＩ与健康之间扮演了中介角色， 但 ＦＤＩ究竟通过哪些

渠道影响居民健康， 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既从东道国

医疗卫生水平的角度考察了直接作用机制， 也从居民收入、 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的

角度全面考察了间接作用机制； 其三， 为弥补已有文献没有研究东道国哪类居民群

体因 ＦＤＩ受益更大的空白， 本文重点考察了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等个体差异对 ＦＤＩ健
康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以期为东道国政府改善居民健康提供更加清晰的政策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假说

虽然 ＦＤＩ与健康这一学科交叉领域的直接研究较少， 但是不同学科的文献交叉

为考察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思路。
第一， 健康经济学理论始终认为， 东道国居民健康水平与当地医疗卫生水平息

息相关， 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种生成健康资本的投入品， 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不言而

喻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７２） ［１１］。 已有研究表明， ＦＤＩ 可能从两方面影响东道国当地的医

疗卫生水平。 一方面， ＦＤＩ可以通过直接流入东道国卫生部门， 改善其医疗服务的

有效供给， 也可以通过整合全球医疗服务的供给和需求， 提高患者获得的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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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另一方面， ＦＤＩ流入会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增加政府税收 （Ｇｉｒ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１２］， 有助于政府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 特别是医疗卫生服务 （周黎安和

陈祎， ２０１５） ［１３］。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ＦＤＩ通过提高东道国医疗卫生水平， 显著改善居民健康状况。
第二， 国际贸易学领域的大多数文献认为， 贸易交换与资本流入会提高东道国

居民收入， 而 ＦＤＩ主要通过技术溢出和影响劳动力市场来发挥作用。 外资企业通过

技术转移、 人才流动、 产品交换等技术溢出途径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生产率

和创新能力， 进而提高其工资水平 （包群和邵敏， ２０１０） ［１４］； 与此同时， ＦＤＩ 流入

还会增加东道国劳动力需求， 大量劳动力从工资水平较低的内资企业流向愿意支付

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外资部门， 在劳动力市场供给和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

致劳动力价格上升 （Ｄｒｉ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０６） ［１５］。 而在健康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

认可的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健康需求模型， 亦将居民收入作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居民收

入越高意味着健康投资的支付能力越强， 而健康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 可以由健康

投资生产出来 （Ｂｅｎｚ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 ２００１） ［１６］。 绝对收入假说更是明确提出 “越富

有越健康”， 即提高居民收入有助于增加私人健康需求和卫生支出， 最终提高居民

健康水平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 １９９６［１７］； Ｌｅ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１８］ ）。 基于此， 本文提

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２： ＦＤＩ有可能通过增加东道国居民收入， 间接提高其健康水平。
第三， 国际贸易学领域的已有研究表明， ＦＤＩ对东道国熟练工人具有工资溢出

效应， 加剧了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１９］； Ｌｉｐｓｅｙ ａｎｄ Ｓｊｏｈｏｌｍ， ２００４［２０］）。 究其原因， 外资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技术

水平和生产效率， 会增加对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 外资企业还会基于劳动力市场的

不完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等特征， 利用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高质量劳动力， 以预防

和减少熟练工人流失。 同时， 外资企业的资金规模优势也使其有能力提供更高的工

资， 因此 ＦＤＩ 流入会扩大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 Ｎｇｕｙｅｎ，
２０１５） ［２１］。 根据健康经济学中的收入差距假说， 在人均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 （地
区）， 居民总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原因在于， 收入差距扩大会加剧富人与穷人对

公共服务的偏好差异， 导致公共卫生支出不足； 也会降低医疗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

公共卫生服务有效供给， 导致居民健康状况恶化 （周广肃等， ２０１４） ［２２］； 还会增加

低收入人群的挫败感与压力， 导致情绪低落， 可能引起吸烟、 酗酒等不良行为习

惯， 不利于其健康水平 （Ｐｉｃｋｅｔ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２０１５） ［２３］。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

假说。
假说 ３： ＦＤＩ有可能扩大东道国居民收入差距， 间接损害居民健康。
第四， ＦＤ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有

的学者支持 “污染天堂” 假说， 例如 Ｓｈａｈｂａｚ等 （２０１８） ［２４］认为跨国公司通过 ＦＤＩ
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加剧其环境污染； 有的支持 “污染光环” 假说，
例如苏丹妮和盛斌 （２０２１） ［２５］强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ＦＤＩ往往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

技术， 提高了当地企业的资源利用率， 从而改善环境质量。 尽管两种假说的结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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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但是均认为 ＦＤＩ会影响环境污染程度， 而环境污染亦是居民健康的制约因素之

一。 对此， Ｃｒｏｐｐｅｒ （１９８１） ［２６］率先将空气污染作为影响健康折旧率的一个重要因

素， 引入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健康需求模型， 建立了空气污染影响健康的分析框架。 之后的

大多数研究均参考此框架， 证实环境污染程度越严重， 居民健康水平越低

（Ｂｒａｉｎｅｒｄ ａｎｄ Ｍｅｎｏｎ， ２０１４［２７］； Ｔａｎａｋａ， ２０１５［２８］）。 在生命周期中， 环境污染对健

康的不利影响仅次于年龄， 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普遍面临着健康存量加速折旧

的冲击 （Ａｌｂｅｒ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２９］。 同时， 环境污染还通过作用于其他健康因素

（如个人锻炼等） 间接地降低健康产出。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４： ＦＤＩ有可能通过影响东道国环境污染程度， 间接影响居民健康。

三、 典型事实呈现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居民层面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盖乐普世界民意调查 （ＧＷＰ） 数据

库。 此调查每年通过面对面或电话采访的形式， 在 １６０ 多个国家 （地区） 进行问

卷调查， 是目前全球调查范围最广、 最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民意调查。 在调查方法

上， ＧＷＰ 在受访国 （地区） 使用相同的问卷、 采用相同的抽样调查方法， 以便于

国家 （地区） 层面的横向比较和时间层面的纵向追踪。 在调查内容上， ＧＷＰ 包含

大量自我报告指标， 如受访者对本人健康状况是否满意， 是否相信医疗保健或医疗

系统等， 为衡量个体健康提供了准确数据。 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本文剔除异常值

和缺失值后， 最终获得涵盖 １４９ 个国家 （地区） 的 ８０６ ５４０ 名受访者的居民层面

数据。
（二） 各国 （地区） ＦＤＩ流入与居民健康的关系初探

本文采用受访者的居民健康指数 （ＰＨＩ） 衡量居民健康水平， 数据来自 ＧＷＰ
数据库。 本文的统计结果显示， ＰＨＩ 指数较高的国家 （地区） 主要位于东亚、 南

亚、 西欧和非洲中南部， 而 ＰＨＩ 指数最低的地区主要位于西亚、 非洲和南美洲。
与此同时， 本文采用各国 （地区） 的 ＦＤＩ 流入均值来反映 ＦＤＩ 数量， 统计结果表

明， ＦＤＩ总量排名前列的国家 （地区） 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美国、 英国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 另一类是以中国和巴西为代表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 而 ＦＤＩ流入

总量排名落后的国家 （地区） 大多位于欠发达地区， 且多位于非洲和国内局势不

稳定的地区， 如阿富汗、 巴勒斯坦等。 换言之， ＦＤＩ 流入较多的区位， 恰恰也是

ＰＨＩ指数较高的国家 （地区）， 尤以中国、 中国香港、 英国、 新加坡等国家 （地
区） 最为明显； 反之， ＦＤＩ流入较少的区位， 也是 ＰＨＩ 指数较低的国家 （地区），
如中非共和国、 利比里亚等非洲国家， 初步表明 ＦＤＩ与东道国居民健康指数有可能

存在正相关关系。 上述结论是否成立， 还有待于下文进行更为科学的实证检验。
（三） 各国 （地区） ＦＤＩ流入与居民健康的异质性考察

由于各国 （地区） 居民之间、 同一国家 （地区） 不同居民之间均存在较强的

个体差异， 因此， ＦＤＩ流入对不同居民健康的影响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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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本文选取性别、 受教育水平和居民收入衡量居民异质性， 其中， 低教育

水平指受访者完成了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居民收入按照中位数划分为低收入和高

收入两组。 表 １ 展示了各国 （地区） 不同 ＦＤＩ 流入水平下各类群体的 ＰＨＩ 指数，
可以看出： 其一，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间男性和女性的健康指数均在 ６５ 以上， 居民健康

状况总体良好， 其中， 男性健康水平均值高出女性均值 ５ ２９％， 表明样本期内男

性的平均健康水平略高于女性， 二者的健康水平均随 ＦＤＩ增加而提高， 女性健康因

ＦＤＩ提高的幅度高于男性； 其二， 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平均健康水平高于低教育水平

群体， 且群体间的健康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 低教育水平群体的

健康水平随 ＦＤＩ增加而提高， 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健康水平随 ＦＤＩ 增加而降低； 其

三， 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相似， 高收入者健康水平优于低收入者， 且高收入者健康

水平随 ＦＤＩ减少而上升， 低收入者随 ＦＤＩ减少而下降。 这些事实初步表明， ＦＤＩ 对
女性、 低教育水平群体和低收入者的健康效应可能更大。

表 １　 ＦＤ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个体异质性

年份 ｌｎＦＤＩ
性别 受教育水平 居民收入

男性 女性 低教育水平 高教育水平 低收入 高收入

２００９ ２１ ７０ ７２ ８２ ６９ ４６ ７０ ２８ ７４ ７５ ６９ ０８ ７３ ４１

２０１０ ２１ ６９ ７４ ２０ ７０ １９ ７１ ０１ ７６ １５ ６８ ７５ ７４ ９１

２０１１ ２１ １９ ７２ ６６ ６９ ５７ ６９ ９５ ７５ ６４ ６８ ２４ ７３ ８２

２０１２ ２１ ５６ ７２ ６７ ６９ ５６ ６９ ８０ ７５ ８５ ６７ ５７ ７４ ２９

２０１３ ２１ ３３ ７１ ９０ ６７ ９１ ６８ ５９ ７４ ８８ ６６ ３５ ７３ ５０

２０１４ ２１ ０４ ７１ ８８ ６８ ０５ ６８ ５３ ７５ ２８ ６５ ９４ ７４ ０７

２０１５ ２１ ３２ ７１ ７３ ６７ ６４ ６７ ８３ ７５ ７４ ６４ ４６ ７４ １３

２０１６ ２１ ３７ ７０ ５７ ６６ ８３ ６６ ５４ ７５ ９１ ６２ ５９ ７４ ０１

２０１７ ２１ ２２ ６９ ６９ ６５ ７２ ６５ ３９ ７５ ８９ ６０ ６４ ７３ ９８

均值 ２１ ３８ ７２ ０１ ６８ ３９ ６８ ７２ ７５ ６１ ６６ ０７ ７４ ０４

其次， 本文按照医疗卫生水平、 人均国民收入、 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来反映国

家 （地区） 异质性， 并以各组每年的 ＰＨＩ 指数均值衡量健康水平。 其中， 医疗卫

生水平由医疗服务可及性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ＡＨ） 来衡量， 收入差距和环境

污染分别由基尼系数和 ＰＭ２ ５ 年均暴露量来反映。 由表 ２ 可知， 一方面， 医疗卫

生和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国家 （地区） 的居民， 其健康水平更高， 同时随着 ＦＤＩ 总
量下降， 医疗卫生水平和人均收入较低国家 （地区） 的居民健康下降趋势更为明

显， 组间的健康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 总体而言， 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较小国

家 （地区） 的居民， 其健康水平更高， 而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较大国家 （地区）
的居民健康水平随 ＦＤＩ总量下滑出现的下降幅度更大。 以上事实初步表明， ＦＤＩ 对
医疗卫生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较低、 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较大国家 （地区） 的健

康效应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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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ＦＤ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国家 （地区） 异质性

年份 ｌｎＦＤＩ
医疗卫生水平 人均国民收入 收入差距 环境污染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２００９ ２１ ７０ ６９ ０３ ６７ ８３ ７０ ０８ ７１ ４３ ６９ ９３ ７０ ８３ － －
２０１０ ２１ ６９ ６９ ０２ ７４ ９１ ７０ ５３ ７３ ２５ ７１ ２５ ７３ ３９ ７２ ５９ ７１ １７
２０１１ ２１ １９ ６７ １６ ７０ ２８ ６９ ６０ ７１ ７４ ７０ ８８ ７２ ２６ ７１ ３１ ７０ ７１
２０１２ ２１ ５６ ６６ ６４ ６９ ６１ ６８ ９０ ７２ ３７ ７０ ４８ ７１ ７７ ７２ ０１ ７０ 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１ ３３ ６６ ６８ ６８ ６４ ６８ ３９ ７０ ６３ ７０ ６７ ６９ ５９ ６９ ８０ ６９ ７７
２０１４ ２１ ０４ ６５ ８８ ６７ １０ ６６ ９３ ７１ ７８ ７１ １１ ７０ １３ ７０ ５９ ６８ ７３
２０１５ ２１ ３２ ６７ ８８ ６７ ９２ ６５ ４１ ７２ ５０ ７０ ７４ ６９ ０７ ７０ ７７ ６８ ３４
２０１６ ２１ ３７ ６８ ２８ ６６ ９４ ６３ ５４ ７２ ２３ ７０ ７０ ６９ １７ ７０ ４８ ６６ ０１
２０１７ ２１ ２２ ６２ ３５ ７０ ３３ ６１ ３３ ７２ ５３ ７０ ９１ ６７ ６２ ７０ １８ ６４ ５６
均值 ２１ ３８ ６７ ２２ ６８ ９０ ６７ ４５ ７２ １１ ７０ ７７ ７０ ５３ ７１ ００ ６８ ８８

四、 影响方向判断

（一） 变量与模型选取

一是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东道国居民健康水平， 采用 ＧＷＰ 中受

访者的居民健康指数 （ＰＨＩ） 来衡量。 ＰＨＩ 指数取值范围为 ０～ １００， 除阿拉伯国家

外均为间隔 ２０取值， 且数值越大表示健康状况越好。
二是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ＦＤＩ， 由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加总组

成。 其中， 前者来自 ＦＤＩ Ｍａｒｋｅｔｓ数据库， 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全面的绿地投资数据库；
后者来自 Ｚｅｐｈｙｒ数据库， 是国内外使用最广泛、 最权威的并购数据库。 为了消除通

货膨胀的影响， ＦＤＩ数据按照 ２０１０年美元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是个人层面控制变量 （Ｚ ｉｃｔ）。 考虑到不同受访者对同一问题的态度是多样化

的， 有必要控制个体异质性， 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居民收

入、 教育水平、 城市、 年龄、 性别和婚姻状况， 数据均来自 ＧＷＰ。 其中， 居民收

入 （ Ｉｎｃｏｍｅ） 以换算成美元的年度家庭收入对数值度量；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用数值 １～３表示， 依次表示完成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城市 （Ｕｒｂａｎ）
为受访者居住区域， 居住在城市及其郊区， 赋值为 １， 居住在农村和小镇， 则赋值

为 ０； 年龄 （Ａｇｅ） 表示受访者的实际年龄， 选取年龄在 ２５ ～ ６４ 之间的受访者； 性

别 （Ｍａｌｅ） 取值为 １表示男性， 取值为 ０表示女性；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ｒｉｅｄ）， 已婚包

括结婚和家庭伴侣， 赋值为 １； 未婚包括单身、 离异和丧偶， 赋值为 ０。
四是国家 （地区） 层面控制变量 （Ｘｃｔ）。 参考 Ｏｗｅｎ 和 Ｗｕ （２００７） ［３０］与 Ｎａｇｅｌ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本文选取人均 ＧＤＰ （ＧＤＰｐｃ） 和对外依存度 （ＦＴＤ） 作为国

家 （地区） 层面的控制变量。 其中， 前者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
数据库， 后者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所示。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检验表明， 各解释变量

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不超过 ０ ８； 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结果显示， 各变量的

ＶＩＦ都小于 ５， 且 ＶＩＦ均值小于 ３。 因此， 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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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Ｑ２５ Ｑ５０ Ｑ７５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国家（地区）
层面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控制变量

ＰＨＩ ８０６ ５４０ ７０ ０５７ ２８ ２９２ ０ １０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ｌｎＦＤＩ ８０６ ５４０ ２１ ３７６ ２ ２５３ １３ ７２０ ２７ １４０ １９ ９２０ ２１ ３７０ ２２ ８４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８０６ ５４０ ８ ７３１ １ ４１９ ５ ４４０ １１ ５９０ ７ ５８０ ８ ７１０ ９ ９５０
ＦＴＤ ８０６ ５４０ ８５ ０２４ ５４ ８１１ １９ ４６０ ４２５ ９８０ ５０ ３６０ ７１ ４２０ １０１ ３４０
Ａｇｅ ８０６ ５４０ ４２ ０５８ １１ ３１７ ２５ ６４ ３２ ４１ ５１
Ｍａｌｅ ８０６ ５４０ ０ ４６１ ０ ４９８ ０ １ ０ ０ １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８０６ ５４０ ９ ３０４ １ ３２０ －３ ５０７ ２０ ６１６ ８ ４４２ ９ ３２４ １０ ２３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０６ ５４０ １ ８８８ ０ ６９９ １ ３ １ ２ ２
Ｕｒｂａｎ ８０６ ５４０ ０ ４２５ ０ ４９４ ０ １ ０ ０ １
Ｍａｒｒｉｅｄ ８０６ ５４０ ０ ７１２ ０ ４５３ ０ １ ０ １ １

已有文献表明， ＦＤＩ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与东道国经济增长息息相关， 为此本文

借鉴 Ｎａｇｅｌ 等 （２０１５） 的做法，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 ＦＤＩ 与人均 ＧＤＰ 的交互项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ＧＤＰｐｃ）， 并据此设定基准模型：
ＰＨＩｉｃ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ＦＤＩｃｔ ＋ β２ ｌｎＦＤＩｃ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ｃｔ ＋ β３Ｘｃｔ ＋ β４Ｚ ｉｃｔ

＋ β５Ｃｃ ＋ β６Ｔｔ ＋ β７Ｃｃ × ｔ ＋ εｉｃ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ｃ、 ｔ 分别代表个人、 国家 （地区）、 时间； β 表示各变量的系数，

Ｃ 和 Ｔ 分别控制国家 （地区） 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为了部分解决宏观变量

的缺失， 加入 Ｃｃ × ｔ 表示国家 （地区） 特有的线性时间趋势变量； εｉｃｔ 为随机扰

动项。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 ＰＨＩ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进行估计， 其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４。
表 ４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 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ＦＤＩ 的

系数始终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 ＦＤＩ 流入促进了东道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提

升。 可能的原因在于： ＦＤＩ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增加， 增加公共

卫生服务供给； ＦＤＩ流入不仅直接给东道国带来新技术， 还有助于国内企业技术创

新， 特别是医疗卫生部门的技术进步， 有助于降低医疗卫生服务成本， 提高其供给

水平； ＦＤＩ在提高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 增加了居民健康支付能力， 使其

更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治疗， 保障个人健康。
ＦＤＩ与人均 ＧＤＰ 交互项 （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ＧＤＰｐｃ） 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始终在 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负， 即 ＦＤＩ对居民健康的偏效应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而降低。 由于 ＦＤＩ
对健康的影响为正， 故这一结果表明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提高， ＦＤＩ 的健康效应逐渐弱

化， ＦＤＩ对居民健康的正效应在低收入国家 （地区） 大于高收入国家 （地区）。 究其

原因： 首先， ＦＤＩ流入引致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效应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其次， 居民可享受的公共卫生水平与人均 ＧＤＰ 正相关， 但居民

健康水平改善是规模报酬递减的； 最后， 公共卫生支出效率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

（地区） 间存在差异， 公共卫生支出占 ＧＤＰ 比例越大的国家 （地区） 往往其健康生

产效率越低 （Ｒｏｓ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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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 （地区） 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 人均 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ｐｃ） 的影响在第 （４）
列基准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 虽然通常情况下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规

模与人均 ＧＤＰ 正相关， 但与支出效率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Ｎｏｖｉｇｎ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２］。 所

以， 因东道国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公共卫生支出， 其健康效应并不明确。 与此同时， 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居民的健康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从而进一步抵消经济发展可能带

来的健康效应。 与之不同的是， 对外依存度 （ＦＴＤ） 的提升， 有助于国外最新医疗知识

的传播、 先进医疗设施的引进， 带动东道国医疗水平的提升， 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 从

而较好地解释了其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的估计结果。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２１０∗∗∗ ０ ８９２∗∗∗ ０ ９６０∗∗∗ ０ ６６８∗∗∗
（５ ７８０） （４ ５４０） （４ ８８０） （３ ４８０）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８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２∗∗∗
（－３ ５７０） （－４ ０２０） （－３ ２０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１ ２５０∗∗ １ ４２６∗∗ ０ ０１９
（２ １８０） （２ ４９０） （０ ０３０）

ＦＴＤ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０∗∗∗
（１５ ９８０） （１５ ２００）

Ａｇｅ
－０ ２９６∗∗∗

（－１０３ ８００）

Ｍａｌｅ ３ ２３０∗∗∗
（５３ ５７０）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４ ４５１∗∗∗
（１１３ ５１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０２５∗∗∗
（５５ ４２０）

Ｕｒｂａｎ
－０ ６２４∗∗∗
（－９ ２１０）

Ｍａｒｒｉｅｄ ２ １６０∗∗∗
（３０ ８８０）

常数项
６３ ６１０∗∗∗ ４８ １２５∗∗∗ ４２ ６２３∗∗∗ １１ ８７２∗∗∗
（６７ ０６０） （１１ ２５０） （９ ９３０） （２ ８３０）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线性时间趋势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０ ０ １０１

样本量 ８０６ ５４０ ８０６ ５４０ ８０６ ５４０ ８０６ ５４０

注： 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值， 均用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 ∗∗分别代表通过 １％、 ５％显著性检验。

从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 居民年龄 （Ａｇｅ） 与 ＰＨＩ 指数显著为负相关， 符

合居民健康资本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折旧的规律。 城市 （Ｕｒｂａｎ） 与 ＰＨＩ 指数显著

负相关， 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生活成本高、 工作压力大等特征有关。 与之不同， 男

性 （Ｍａｌｅ） 和已婚者 （Ｍａｒｒｉｅｄ） 的健康水平分别优于女性和未婚者， 主要是因为男

性与女性相比具有先天健康优势， 而已婚者除了能获得更好的精神交流与慰藉外， 还

具有更强的家庭风险抵抗能力。 居民收入 （ Ｉｎｃｏｍｅ） 和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同样

与居民健康显著正相关， 与 Ｌｅｎｈａｒｔ （２０１９） 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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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生性检验

尽管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国家 （地区） 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变量， 但是逆向因果和遗

漏变量仍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导致 ＯＬＳ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一方面， 已有研究表明，
东道国工人健康状况会影响 ＦＤＩ流入 （Ａｌｓ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３３］， 即基准结果可能存在逆

向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 个人身体素质差异等不可观测变量也可能影响居民健康， 而此

类变量并未被纳入模型中。 为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
本文借鉴 Ａｌｅｘｉｏｕ等 （２０１６） ［３４］的做法， 选取非本地居民专利申请数量 （ＰＣ）

作为内生变量 ＦＤＩ 的工具变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选取理由如下：
从相关性来看， 该指标衡量了东道国因 ＦＤＩ 流入而导致的技术进步 （ 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ｒｋ， ２０１０） ［３５］； 从排他性来看， 该指标并不直接影响居民整体健康水平， 故其相

对外生， 适合作为 ＦＤＩ 的工具变量。 同时， 交互项包含内生变量 ＦＤＩ， 亦是内生

的， 故借鉴谭之博和赵岳 （２０１４） ［３６］ 的方法， 将该指标和人均 ＧＤＰ 的交互项

（ｌｎＰＣ×ｌｎＧＤＰｐｃ） 也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中。
据此， 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对公式 （１） 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

５所示。 由于 ＤＷＨ检验的 Ｐ 值小于 ０ ０１， 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
故可认为模型中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表 ５ 第 （１）、 （２） 列分别是被解释变量 ＰＨＩ
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ＲＫＦ 检验的

Ｆ统计量为 １ ８１５ ８３５， 大于 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 ７ ０３。 因此， 本文选择的工具变

量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 （３） 列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ＦＤＩ 的估计系

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系数亦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 由此可

见， 即使考虑 ＦＤＩ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５　 内生性检验 （２ＳＬＳ）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１） （２） （３）

ｌｎＦＤＩ ４ ３８６∗
（１ ６７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４７２∗
（－１ ９３０）

ｌｎＰＣ
－１ ０１３∗∗∗ －１２ ６５０∗∗∗

（－５６ ９８０） （－７９ ６６０）

ｌｎＰＣ×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１４６∗∗∗ １ ７３９∗∗∗
（７４ ８２０） （９４ ５５０）

ＤＷＨ 检验
（ｐ－ｖａｌｕｅ）

１３ ５８７
（ｐ＝ ０ ００１）

ＲＫＦ 检验 １８１５ ８３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线性时间趋势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８８３ ０ ９７０ ０ ０１０

样本量 ６３１ ６９３ ６３１ ６９３ ６３１ ６９３

注： 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值， 均用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 ∗分别代表通过 １％、 １０％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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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１ 替换变量

参照 Ｌｉ和 Ｚｈｕ （２００６） ［３７］的做法， 选取受访者的个人自评健康 （ＳＲＨ） 作为衡

量居民健康的替换指标， 数据同样来自 ＧＷＰ。 ＳＲＨ 指数的回答包括满意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不满意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不清楚和不回答 （ＤＫ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ｓｅｄ）， 本文依次

赋值为 １、 ０和缺失值， 并采用二值 Ｌｏｇｉｔ 进行估计。 表 ６ 第 （１）、 （２） 列的估计

结果表明， ＦＤＩ的系数显著为正，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系数显著为负， 均与基准回归结

果一致。 因此， 更换变量并不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 更换估计模型

考虑到基准回归模型中 ＰＨＩ 指数为有序数据， 故采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稳

健性检验。 表 ６第 （３）、 （４）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ＦＤＩ 的系数显著为正， 与人均

ＧＤＰ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变量替换 模型更换 伪面板 样本变换

ＳＲＨ 指数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ＰＨＩ 指数 样本扩大 样本缩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ｌｎＦＤＩ 　 ０ １５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９∗∗∗ 　 １ ９７３∗∗ 　 ０ ７６８∗∗∗ 　 ０ ６７８∗∗∗

（１ ８９０） （１ ８９０） （３ ２５０） （３ ２５０） （２ ３８０） （４ ５５０） （３ ４１０）
ｌｎＦＤＩ×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２４５∗∗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３∗∗∗

（－１ ６９０） （－１ ６９０） （－２ ９５０） （－２ ９５０） （－２ ４１０） （－４ ３２０） （－３ １６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线性时间

趋势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９９ ０ ０８３

样本量 ２３９ ４２０ ２３９ ４２０ ８０６ ５４０ ８０６ ５４０ ７０９ １ ００８ ７７８ ７２１ ６９７

注： 第 （２）、 （４） 列分别为第 （１）、 （３） 列的平均边际效应；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因此本文所有面板数据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值， 均用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 ∗∗和∗分
别代表通过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检验。

３ 伪面板回归

ＧＷＰ 调查每年均会改变调查对象和调整抽样方案， 故每年观测到的个体不完

全相同。 对此， 本文构建包含国家 （地区） 特征变量和加总个人特征变量的伪面

板数据， 其中， 受访者的居民健康指数、 年龄和收入取其均值； 性别由该国 （地
区） 受访者的男性比例来度量； 受教育水平由受访者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来衡

量； 城市和婚姻状况指标分别选取城市人口和已婚人口在受访者中所占的比例。 为

排除模型中异方差和自相关的干扰， 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 （ＬＳＤＶ） 方法估计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 表 ６第 （５）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ＦＤＩ 对 ＰＨＩ 指数存在显著的正

向影响，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系数为负， 与前文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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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样本容量改变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改变样本容量后重新进行回归。 一是

扩大样本， 即将样本年龄扩展至 １８ ～ ６４ 岁， 此时最低年龄段的个体已成年， 能够

正确评估自身健康状况， 从而可以全面考察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 二是缩小样本，
即剔除健康值最高 ５％和最低 ５％的居民数据， 以避免异常值的影响。 表 ６ 第 （６）、
（７） 列的结果表明， 无论是扩大还是缩小样本， ＦＤＩ 对 ＰＨＩ 指数的影响均显著为

正，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系数显著为负， 均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五、 作用机制考察

前文结果表明， ＦＤＩ流入有益于改善东道国居民健康水平， 那么接踵而至的问

题是 ＦＤＩ流入通过何种渠道来实现这一影响。 与已有研究不同， 本文尝试从直接作

用渠道和间接作用渠道加以全方位考察， 实证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说。
（一） 直接作用渠道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居民可及的医疗卫生水平来体现

（Ｎａｇ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医疗服务可及性越高， 居民健康水平越高。 为此本文采用医疗

服务可及性作为医疗卫生水平的衡量指标， 并参考基准模型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ＡＨｉｃｔ ＝ β０ ＋ β１ ｌｎＦＤＩｃｔ ＋ β２ ｌｎＦＤＩｃｔ × ｌｎＧＤＰｐｃｃｔ ＋ β３Ｘｃｔ ＋ β４Ｚ ｉｃｔ

＋ β５Ｃｃ ＋ β６Ｔｔ ＋ β７Ｃｃ × ｔ ＋ εｉｃｔ （２）
其中， ＡＨ 表示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其他变量设定与基准模型相同。
本文采用 ＯＬＳ方法进行检验。 表 ７ 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ＦＤＩ 与居民医

疗服务可及性呈正相关， 表明 ＦＤＩ流入将提高东道国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直接

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究其原因， ＦＤＩ 流入会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 增加其财政收

入， 政府有更大财力保障公共卫生支出水平， 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 （李华和俞卫，
２０１３） ［３８］； ＦＤＩ流入还会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 不仅直接提高了国内医疗卫生水平，
而且促进了国内医疗企业创新和刺激医疗市场竞争， 提高了居民的医疗服务可

及性。
（二） 间接作用渠道

除了居民层面的直接作用机制外， ＦＤＩ引致的东道国国家层面的居民收入、 收

入差距和环境污染效应也有可能影响居民健康水平， 但是已有研究并未形成定论，
间接作用机制并不明确， 需要进一步加以检验。

一是居民收入机制。 为了考察 ＦＤＩ是否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其健康水平， 本

文构建伪面板数据， 并将人均国民收入 （ＮＩｐｃ） 与 ＦＤＩ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 采

用 ＬＳＤＶ方法进行估计。 表 ７ 第 （２）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ｌｎＦＤＩ×ｌｎＮＩｐｃ 系数显著

为正， 表明因 ＦＤＩ而增加的居民收入能够有效提升东道国居民健康水平。 可能的原

因在于， ＦＤＩ流入将增加东道国居民收入， 促使居民更易获取营养食物， 形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 拥有优美的生活环境等。 更重要的是， ＦＤＩ 还将有效提高居民在卫生

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付能力， 更易获取高水平的医疗保险以及相对优质的医疗服务

和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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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居民医疗可及性 居民收入 收入差距 环境污染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４３∗∗ －１ ５０７∗ ３ ３３０ －１ ９００∗

（２ ５１０） （－１ ９２０） （０ ８２０） （－１ ７５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３ ０ １６６
（－２ ５００） （－０ ９９０） （－０ １６０） （１ ４８０）

ｌｎＮＩｐｃ －６ ４４０∗∗

（－２ １４０）

ＧＩＮＩ １ ９３６∗

（１ ７１０）

ＰＭ２ ５ －０ ３７０∗

（－１ ６８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ＮＩｐｃ ０ ２６８∗∗∗

（２ ８２０）

ｌｎＦＤＩ×ＧＩＮＩ －０ ０９１∗

（－１ ７５０）

ｌｎＦＤＩ×ＰＭ２ ５ ０ ０１４
（１ ４７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线性时间趋势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样本量 １０３ ３７１ ８８９ ３６４ ６５１

注： 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值， 均用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 ∗∗和∗分别代表通过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检验。

二是收入差距机制。 本文选取最常用的基尼系数 （ＧＩＮＩ） 来衡量各国 （地区）
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同样， 纳入交互项和采用

ＬＳＤＶ方法对伪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７ 第 （３） 列所示。 ｌｎＦＤＩ×ＧＩＮＩ 系数

显著为负， 表明因 ＦＤＩ流入加剧的收入差距将有损居民健康。 究其原因， 收入差距

扩大不仅会减少低收入群体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 降低医疗卫生服务效果

（Ｓｐ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３９］， 还会引发公共设施供给不足， 对低收入群体健康的影响更大，
即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健康不平等。

三是环境污染机制。 为了考察环境污染是否为 ＦＤＩ影响健康的作用渠道， 本文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 ＦＤＩ 与环境污染的交互项来分析。 借鉴黄寿峰 （２０１７） ［４０］的研

究， 选取 ＰＭ２ ５年均暴露量衡量环境污染程度。 表 ７第 （４） 列的 ＬＳＤＶ估计结果

显示， ｌｎＦＤＩ×ＰＭ２ ５系数不显著， 无法证明环境污染是 ＦＤＩ 健康效应的有效作用

渠道。 究其原因， 虽然 ＦＤＩ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环境治理

能力和改善环境质量， 但是大量 ＦＤＩ流向第二产业， 在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会

消耗大量能源， 加剧了污染排放和环境污染， 提高了居民发病率， 大幅增加了社会

健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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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益群体分解

由于东道国居民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具体哪类群体的健康水平因 ＦＤＩ 流入获益

更大， 已有研究尚未给出相应的答案。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本文选取居民收入、
教育水平和性别三个特征变量， 并分别将特征变量及其与 ＦＤＩ 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

型， 考察东道国不同群体在 ＦＤＩ健康效应中的获益差别。 同时， 考虑到不同国家 （地
区） 的居民异质性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还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 将样本国家 （地区）
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三个分样本来加以考察。

１ 居民收入

为了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 ＦＤＩ 健康效应， 本文构造虚拟变量 Ｉｎｃｏｍｅ＿ｄ
来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若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上， 则表示高收入群体， 赋值为

１； 否则 赋 值 为 ０， 表 示 低 收 入 群 体。 表 ８ （ Ａ ） 的 回 归 结 果 显 示， 虽 然

ｌｎＦＤＩ×Ｉｎｃｏｍｅ＿ｄ系数在全样本中显著为负， 但是在各样本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低

收入经济体显著为正， 中等收入经济体显著为负， 而高收入经济体不显著。 这表明

整体而言， ＦＤＩ不仅显著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 而且与高收入者相比， ＦＤＩ
对低收入者的健康促进效应更大。 一般认为， 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其健康水

平， 且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减， 因此当 ＦＤＩ流入提高居民收入时， 较低收入水平居

民的健康水平提升幅度更大。 与此同时， ＦＤＩ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发展， 提高了其基本

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对低收入者的健康水平更为有利。 对低收入经济体而言， 高收

入者对 ＦＤＩ带来的先进技术具有更大的支付能力， 其从 ＦＤＩ技术溢出中获益更大， 特

别是医疗方面的技术溢出， 因此 ＦＤＩ对低收入经济体的高收入者健康更有益。 对高收

入经济体而言， ＦＤＩ引致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的原因

在于， 在高收入经济体， ＦＤＩ主要通过差异化经营与本土企业共存， 即 ＦＤＩ流入对高收

入经济体技术水平的影响不大， 但会加剧经济体内竞争和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 更激

烈的竞争导致的压力增加将损害健康， 且这种损害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 另一方

面， 经济增长促使东道国政府增加公共卫生支出， 缓解由竞争导致的健康负效应

（Ｎａｇ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这种健康改善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往往不存在显著差异。
２ 受教育程度

通常而言，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懂得如何利用医疗市场和医疗服务来维持健

康， 也更重视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故受教育水平越高， 自身健康状况越佳。 据

此， 本文构造衡量居民教育水平的虚拟变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 若受访者仅完成基础教

育和职业教育， 则赋值为 ０， 若受访者已完成高等教育， 则赋值为 １。 表 ８ （Ｂ） 的

回归结果显示， ｌｎＦＤ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 的系数除在低收入经济体显著为正外， 在其余

样本中均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中、 高收入经济体， 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相比，
低教育群体的 ＦＤＩ健康效应更胜一筹。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ＦＤＩ 将增加东道国的就

业岗位， 提高居民劳动参与率， 进而增加居民收入， 改善自身健康状况。 与高教育

群体相比， 低教育群体是劳动参与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 ＦＤＩ 对其收入效应较强，
其健康效应也相应更胜一筹。 而在低收入经济体， 高教育群体相对稀缺， 加之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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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相对本地企业生产率更高、 技术更密集， 对高教育群体的需求量更大， 因此

ＦＤＩ提高了高教育群体的技能溢价， 使得高教育群体具有更大的健康支付能力， 最

终改善其健康水平。
３ 性别

本文以性别 （Ｍａｌｅ） 作为分组变量， 男性赋值为 １， 女性赋值为 ０。 表 ８ （Ｃ） 的

回归结果显示， ｌｎＦＤＩ×Ｍａｌｅ 的系数在所有样本中均显著为负， 表明 ＦＤＩ 为女性群体

带来更大的健康效应。 究其原因， 在 ＦＤＩ流入增加东道国就业岗位的过程中， 女性劳

动参与率相应提高， 而女性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其购买高质量食品的能力， 增强对

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 达到改善自身健康状况的目的 （Ｋｏｄａ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４１］。 已有研究还表明， 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消费倾向性更强

（吴晓瑜和李力行， ２０１１） ［４２］， 因此收入提升对女性带来的健康效应更大。

表 ８　 居民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低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经济体 高收入经济体

（１） （２） （３） （４）
Ａ 基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分组检验

ｌｎＦＤＩ ０ ５８３∗∗∗ ４ ８９８∗∗∗ －０ ８７３ －１ ５６１
（２ ９５０） （９ ７３０） （－０ ７２０） （－１ １９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５７∗∗ －０ ６９７∗∗∗ ０ ０７５ ０ １４７
（－２ ４２０） （－９ ８５０） （０ ５６０） （１ １８０）

Ｉｎｃｏｍｅ＿ｄ ３ ６８４∗∗∗ －８ １９５∗∗∗ １３ ４２０∗∗∗ ３ ４３０∗∗
（５ ０６０） （－８ ０００） （１３ ６６０） （２ ４００）

ｌｎＦＤＩ×Ｉｎｃｏｍｅ＿ｄ
－０ ０８０∗∗ ０ ４８３∗∗∗ －０ ４９５∗∗∗ －０ ０６２
（－２ ３９０） （９ ９６０） （－１１ ２９０） （－０ ９５０）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９
Ｂ 基于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检验

ｌｎＦＤＩ ０ ４９０∗∗ ４ ４８１∗∗∗ ０ ０７４ －１ ６９９
（２ ５４０） （８ ９２０） （０ ０６０） （－１ ３１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４２∗ －０ ６０９∗∗∗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９
（－１ ８７０） （－８ ６７０） （－０ ２８０） （１ ３８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 ６ ５４４∗∗∗ －４ ５６０∗∗∗ ２０ ７８７∗∗∗ ４ ６７４∗∗∗

（８ １７０） （－２ ９００） （１５ ２７０） （３ ４８０）

ｌｎＦＤ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 －０ ３６１∗∗∗ ０ １７８∗∗ －１ ００９∗∗∗ －０ ３２１∗∗∗

（－９ ８６０） （２ ３６０） （－１６ １７０） （－５ ３５０）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９

Ｃ 基于居民性别的分组检验

ｌｎＦＤＩ ０ ７５４∗∗∗ ４ ６２３∗∗∗ ０ ２３４ －１ ２４０
（３ ９２０） （９ １９０） （０ １９０） （－０ ９６０）

ｌｎＦＤＩ×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 ０７２∗∗∗ －０ ６０８∗∗∗ －０ ０６２ ０ １２６
（－３ ２１０） （－８ ６６０） （－０ ４６０） （１ ０３０）

Ｍａｌｅ ７ ０３２∗∗∗ ８ ３０５∗∗∗ ９ ８７７∗∗∗ ９ ８１２∗∗∗

（１２ ４１０） （８ ７５０） （１０ ５６０） （７ ８３０）

ｌｎＦＤＩ×Ｍａｌｅ －０ １７８∗∗∗ －０ ２８５∗∗∗ －０ ２９４∗∗∗ －０ ２６９∗∗∗

（－６ ７８０） （－６ ２３０） （－７ ０１０） （－４ ７１０）
Ｒ２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６８

样本量 ８０６ ５４０ ３１５ ４７１ ２２９ ７１９ ２５９ ９６４
注： 与前文一致，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控制变量、 国家 （地区） 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 （地区） 线性
时间趋势； 括号内为 ｔ值或 ｚ值， 均用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 ∗∗和∗分别代表通过 １％、 ５％和 １０％显著性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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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涵盖 １４９个国家 （地区）、 ８０ 多万受访者的 ＧＷＰ 调查数据， 研究了

ＦＤＩ流入对东道国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并首次考察了 ＦＤＩ 健康效应的居

民异质性。 结果表明： 其一， ＦＤＩ对东道国居民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其健康效

应随着人均 ＧＤＰ 增加而逐渐降低， 在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 并进行变量替换、
更换估计模型和改变样本容量等检验之后， 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其二， ＦＤＩ 流
入能够有效提高东道国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直接改善居民健康， 而 ＦＤＩ流入导

致的东道国居民收入增加和收入差距扩大， 均会显著影响东道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三， 居民异质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 低收入者、 低

教育群体和女性等弱势群体获取的健康收益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随着 “逆全球化” 浪潮

的兴起， 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西方民粹主义抬头， 全球化进程面临严峻

挑战。 各国 （地区） 政府纷纷出台严格的资本管制政策， 限制本国 （地区） 对外

投资和外国资本流入， 全球 ＦＤＩ总量更是连续呈现下降趋势。 本文发现 ＦＤＩ不仅带

来了经济增长、 收入增加等经济效应， 而且还带来了有益的健康效应。 各国 （地
区） 政府盲目限制国际资本流入， 可能要付出经济和健康的双重代价， 因此， 各

国 （地区） 政府应积极开展多边对话， 打破资本流动的壁垒， 有效减缓 ＦＤＩ 下降

的趋势。 第二， 机制检验结果为东道国政府实施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了理

论支撑。 本文研究发现， 缩小收入差距将强化 ＦＤＩ的健康效应， 因此完善收入分配

政策， 缩小收入差距， 将有助于缩小不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健康差距， 避免陷入

“收入不平等引起健康不平等” 的困境。 第三， ＦＤＩ 对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在不同

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这意味着东道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应根据不同群体特

征制定差异化政策， 如赋予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 切实提高 ＦＤＩ 健康效应的普

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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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ｒｕ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１２９）： １－１６

［４］ ＢＵＲＮＳ Ｄ， ＪＯＮＥＳ Ａ， ＧＯＲＹＡＫＩＮ Ｙ， ｅｔ ａｌ Ｉ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
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７ （１８１）： ７４－８２

［５］ ＮＡＧＥＬ Ｋ， ＨＥＲＺＥＲ Ｄ，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Ｐ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ＦＤＩ Ａｆｆｅ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２９ （４）： ６５５－６７９

［６］ ＳＭＩＴＨ 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４， ５９ （１１）： ２３１３－２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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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ＯＵＴＲＥＶＩＬＬＥ Ｊ 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Ｍｏｓｔ－ｆａｖｏｕｒｅ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８ （４）： ３０５－３１２

［８］ ＨＥＲＺＥＲ Ｄ， ＨＵＨＮＥ Ｐ，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Ｐ ＦＤＩ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
ｍｉｅｓ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８ （４）： ７７８－７９３

［９］ 郑新业， 张阳阳， 马本， 等  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新机制与新证据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８）： １３４－１４８
［１０］ ＰＡＵＬ 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１， １９ （２０）： ２６９－２８９
［１１］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Ｍ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７２， ８０ （２）： ２２３－２５５
［１２］ ＧＩＲＭＡ Ｓ， ＧＯＮＧ Ｙ， ＧＯＲＧ Ｈ，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５ （１）： １５７－１６９

［１３］ 周黎安， 陈祎  县级财政负担与地方公共服务： 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５
（２）： ４１７－４３４

［１４］ 包群， 邵敏  出口贸易与我国的工资增长： 一个经验分析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０ （９）： ５５－６５
［１５］ ＤＲＩＦＩＥＬＤ 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Ｋ Ｗａ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Ｊ］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６， １ （２）： １８７－２０５
［１６］ ＢＥＮＺＥＶＡＬ Ｍ， ＪＵＤＧＥ Ｋ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１，

５２ （９）： １３７１－１３９０
［１７］ ＰＲＩＴＣＨＥＴＴ Ｌ， ＳＵＭＭＥＲＳ Ｈ Ｗ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ｉｓ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９９６， ３１ （４）： ８４１－８６８
［１８］ ＬＥＮＨＡＲＴ 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２０１９， １７ （２）： ３７７－４１０
［１９］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Ｃ， ＨＡＮＳＯＮ Ｈ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８６ （２）： ２４０－２４５
［２０］ ＬＩＰＳＥＹ Ｒ Ｅ， ＳＪＯＨＯＬＭ 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７３ （１）： ４１５－４２２
［２１］ ＮＧＵＹＥＮ Ｋ Ｔ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５， ４２ （６）： １０５６－１０７７
［２２］ 周广肃， 樊纲， 申广军  收入差距、 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的实证

分析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４ （７）： １２－２１＋５１
［２３］ ＰＩＣＫＥＴＴ 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 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５ （１２８）： ３１６－３２６
［２４］ ＳＨＡＨＢＡＺ Ｍ， ＮＡＳＩＲ Ａ， ＲＯＵＢＡＵＤ 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ＤＩ，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７４）： ８４３－８５７
［２５］ 苏丹妮， 盛斌  服务业外资开放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的经验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１ （６）： ６１－７９
［２６］ ＣＲＯＰＰＥＲ 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１， ７１

（２）： ２３５－２４０
［２７］ ＢＲＡＩＮＥＲＤ Ｅ， ＭＥＮＯＮ 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

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０７）： ４９－６４
［２８］ ＴＡＮＡＫＡ 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４２ （３）： ９０－１０３
［２９］ ＡＬＢＥＲＩＮＩ Ａ， ＣＲＯＰＰＥＲ Ｍ， ＦＵ Ｔ，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７， ３４ （２）： １－１２６
［３０］ ＯＷＥＮ Ｌ， ＷＵ Ｓ Ｉｓ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１５ （４）： ６６０－６８２
［３１］ ＲＯＳＡ Ａ， ＣＬＥＭＥＮＴＥ Ｊ，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ｎ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４， ５９ （５）： ８６７－８７５
［３２］ ＮＯＶＩＧＮＯＮ Ｊ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ｏｅ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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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Ｒ］． ＭＰＲＡ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５， ３９１９５
［３３］ ＡＬＳＡＮ Ｍ， ＢＬＯＯＭ 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ｔｏ

Ｌｏｗ－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６， ３４ （４）： ６１３－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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